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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奖励制度是激励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在规范科技奖励、评价科技成果、指引创新方向方面意义重大。在国家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的背景下，以《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修订为研究起点，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奖励办法进行横向比较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地方在深入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立法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地方科技奖励制度的系统性和及时性不足、奖项设置导向性仍需要加强、工作机制仍需进一步细化、社会力量设奖仍有待促进和规范等。据此，建议正确处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持续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工作机制和发挥社会力量作用，促进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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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war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to stimu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andardiz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ward, evalua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and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entive system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entive, and taking the revision of the Meas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entive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entive method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reform in the legislative guarantee, including the system and timeliness of the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is insufficient, the award setting orient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working mechanism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refined, social forces awards still need to be promoted and standardized. It is suggested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orm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and local legislation,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further improve the work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social forces, and promot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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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化科技奖励改革作出系列决策部署，并明确“从法规制度层面贯彻落实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精神”的改革路径。在国家层面，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确定了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方向；2020年国务院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简称《国家条例》），通过行政法规立法对国家改革成果予以确认，为持续深化科技奖励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在地方层面，各省在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框架下，陆续推出地方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修改地方科技奖励立法，将新一轮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在国家与地方、改革与立法的交替推进模式下，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完善地方科技奖励立法贯彻落实国家改革以及上位法的要求，将地方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实施成果通过立法固化。自2017年国家发布改革方案以来，截至2022年9月，已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修订了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综合来看，多地对科技奖励奖项设置、奖励范围、奖励条件、奖励标准、评审方式等作了修改调整，符合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但仍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及时修订地方立法。各地在以地方立法保障科技奖励改革落实落地的时间节点上有一定差异，且奖项设置、监督与惩戒力度等方面的立法制度设计各有不同，奖励导向、约束机制等是否能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仍需研判，部分立法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有效性也有待分析论证。
针对新一轮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和科技奖励立法工作，学术界也不断开展相关的研究。关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研究，孟宪飞等[1]从突出导向、提高质量、减轻负担、协同发展四个方面对新形势下我国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路径进行探索；国家科技奖功利化导向问题仍然存在，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推进深化改革，回归激励创新并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的制度初衷[2]；李秋实等[3]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广东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情况进行梳理分析，为广东省进一步做好科技奖励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关于科技奖励立法的研究，部分研究提到了国家科技奖励立法和地方立法及其主要内容变化。肖丹等[4-5]对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进行了一系列解读；文小才、蔡丽娟、柳亭等，分别分析了河南省、福建省、甘肃省等地科技奖励制度的演进[6-8]。但文献回顾显示，现有研究资料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立法制度法治化路径的研究分析相对匮乏。本文以2022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修订出台作为研究切入点，梳理近年国家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和立法的要求，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奖励办法及相关制度文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为地方进一步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立法引领改革、保障改革提供参考。
2 科技奖励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2.1 科技奖励及其本质
科技奖励的目的在于对作出科技贡献的个人或者组织给予奖励，调动广大科研人员从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激励科研人员，强化其科研动机，并促使科研动机转化为科技创新行为[9]。科技奖励在法律本质上是一种授益性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奖励”的范畴。在行政法学的话语体系中，行政奖励通过其较强的指导属性契合现代国家行政的目标，通过表彰先进，鞭策后进，对受奖者和整个社会产生指导作用。研究表明，行政奖励能“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行政相对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实现行政主体设定的行政目标，实现公益和私益的双赢，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目标”[10]。由于科技奖励的示范引领效应大，社会关注度高，因此需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推进科技奖励规范化、法治化，确保科技奖励的公平、公正、公开，确保科技奖励助推和激励科技创新作用发挥。科学、合理的奖励规则能够提升科技奖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从而有助于科技创新，而不良的制度设计则会产生负面效应[11]。因此，在科技奖励制度化、法治化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包括合法原则、合理原则、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战略相适应原则等，这些原则也是科技奖励地方立法需要体现的价值导向。
2.2 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的现实意义
科技奖励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科技政策工具，是科技创新制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意义和作用进行研究分析具有一定价值。立法者或者政策制定者应当在研究其功能的基础上审视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精准定位科技奖励立法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更好地促进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的具体体现即为科技奖励立法，通过立法将科技奖励制度化、规范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规范科技奖励的规则，营造公平创新环境。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科技奖励制度体现的公平、公正、公开理念，直接关系到该项制度的程序正义。科技奖励制度中的“提名规则”“评审规则”“监督规则”等制度的合理性，直接影响了科技奖励的公信力甚至政府公信力。为此，通过立法构建合理、公正的科技奖励制度，将促使科技奖励工作更规范化、可预期，营造公平有序创新环境，提升科研人员获得感。二是评价科技创新成果，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科技奖励是对重大科技成果给予的权威性承认，一般由政府或者权威学术机构颁发，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12]。从科学社会学的原理分析，科技奖励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对科研人员在增进知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同、评价和鼓励[13]。科技奖励制度的法治化，有利于促进科技奖励评价功能的发挥，从社会影响力、社会荣誉以及奖励形式等多方面促使科研人员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内生动力。三是指引科技创新方向，引导全社会创新。科技奖励制度的激励效果，不仅在于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社会创新形成激励和引导。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对科技创新可以起到更加积极、稳定的导向作用，通过立法引导科技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使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并抑制科学技术的不良倾向，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3 我国科技奖励立法基本情况
3.1 国家科技奖励立法
199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首次制定关于科技奖励的国家行政法规，对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4]。《国家条例》于2003年、2013年两次进行了小幅修改，主要涉及特等奖设置、社会力量设奖等方面的内容细微调整。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简称《改革方案》），提出了实行提名制、健全科技奖励诚信制度等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2020年10月，根据《改革方案》精神和相关立法工作要求，国务院对《国家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将报奖方式由原来行政部门按指标推荐的“推荐制”改为了“提名制”；在行政法规层面加大了对科技奖励活动的监督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了诚信监管的内容等[14]。2021年，《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出台，从法律层面确认“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其中3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科技奖励制度的基本要求、诚信管理、法律责任。在改革方案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框架下，国家层面还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奖励政策文件，包括实施细则、提名办法、奖金标准、绩效评价、社会力量设奖指导意见等，构建了科技奖励制度政策法规体系（见表1）。
表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政策法规体系
	效力层级
	名称
	出台或
修订时间
	制定主体
	与科技奖励相关的
主要内容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2021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基本要求、诚信管理、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2015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奖励规则、法律责任

	行政法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令第731号）
	2020年10月
	国务院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置、提名、评审和授予；法律责任

	部委规章
	关于修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科技部令第13号）
	2008年12月
	科技部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评审组织、推荐和受理、异议处理、评审、批准和授奖、监督及处罚

	政府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7〕55号）
	2017年5月
	国务院
办公厅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

	部门规范性文件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国科发奖〔2017〕196号）
	2017年7月
	科技部
	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

	一般文件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国科奖字〔2019〕37号）
	2019年11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提名制

	
	科技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的通知（国科发奖〔2019〕7号）
	2019年1月
	科技部、财政部
	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

	
	财政部、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228号）
	2019年12月
	财政部、科技部
	科学技术奖励绩效评价



3.2 省级科技奖励立法
1999年，国务院第一次出台《国家条例》后，地方相继出台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细化落实《国家条例》相关规定，为地方推进科技奖励与改革工作提供指引。本文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效力层级、出台或者修订时间、制度繁简等多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见表2），梳理各地科技奖励立法与改革关系处理、制度机制的完善程度等宏观层面的基本情况。一是科技奖励办法的效力层级方面。鉴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专门立法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出台，且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具体办法，地方制定的奖励办法多以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在效力层级方面基本适应科技奖励实践需要。其中，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省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山西省通过政府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二是地方立法与国家衔接方面。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在2017年“深化改革”、2020年“修法”两个时间节点之后修订科技奖励地方立法，整体上跟进和配合了国家改革和立法，且呈现出国家改革与地方改革、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交替推进的演进路径，但仍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立法改革方面存在滞后情况（见图1）。2017年，《改革方案》出台后，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科技奖励地方立法进行修订。2020年，《国家条例》修订后，9个省（自治区）对科技奖励地方立法进行修订。目前，共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未在本轮国家科技奖励改革和立法框架下完成对本地区科技奖励立法的修订。三是在科技奖励制度机制的完善程度方面。各地出台的科技奖励地方立法条文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客观反应出科技奖励制度机制的完善程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办法的条文数量从20多条到50多条不等，北京、贵州、江苏、新疆条文数量最少，仅22条；浙江条文数量最多，52条。另外，广东、福建、西藏、青海、海南、贵州、山西等7个省（自治区）在条文中设置了“授权条款”，明确另行制定提名、评审、监督等具体规则或者实施细则，对科技奖励省级地方立法的制度繁简和规范密度进行了综合平衡。
表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具体制度对比情况
	省份
	修订/
出台时间
	效力层级
	条款数
	奖项类别
	奖项数量
	是否明确科普奖励
	是否明确青年奖

	云南
	2022年制定
	规章
	30条
	5类
	206项
	否
	否

	广东
	2022年修订
	规章
	36条
	7类
	235项
	是
	是

	福建
	2022年修订
	规章
	29条
	6类
	235项
	否
	否

	内蒙古
	2022年修订
	规章
	43条
	6类
	343项
	否
	是，不超45周岁

	河北
	2021年修订
	规章
	38条
	5类
	322项
	否
	否

	甘肃
	2021年修订
	规章
	30条
	4类
	204项
	是
	否

	山东
	2021年修订
	规章
	32条
	5类
	302+项
	否
	否

	西藏
	2021年修订
	规章
	38条
	2类
	不超20项
	否
	否

	青海
	2021年修订
	规章
	32条
	5类
	43项
	否
	否

	吉林
	2021年修订
	规章
	34条
	5类
	未明确
	否
	否

	四川
	2020年修订
	规章
	51条
	6类
	不超300项
	是
	是，不超40周岁

	广西
	2020年修订
	规范性文件
	43条
	7类
	162项
	是
	是，不超45周岁

	重庆
	2020年修订
	规章
	37条
	6类
	160项左右
	否
	否

	北京
	2019年修订
	规章
	22条
	6类
	未明确
	否
	是，不超40周岁

	上海
	2019年修订
	规章
	32条
	7类
	312项
	是，明确科普奖项
	是，不超45周岁

	湖南
	2019年修订
	规章
	44条
	6类
	310项
	是
	否

	浙江
	2019年修订
	规章
	52条
	5类
	312项
	是
	否

	海南
	2018年制定
	规章
	32条
	4类
	未明确
	是
	否

	贵州
	2018年修订
	规章
	22条
	5类
	127项
	否
	否

	江西
	2018年修订
	规章
	26条
	5类
	不超150项
	否
	否

	山西
	2018年修订
	规范性文件
	35条
	7类
	230项
	否
	否

	宁夏
	2016年修订
	规章
	30条
	3类
	104项
	否
	否

	天津
	2015年修订
	规章
	28条
	5类
	未明确
	否
	否

	陕西
	2015年修订
	规章
	27条
	5类
	264项
	否
	否

	黑龙江
	2012年修订
	规章
	33条
	5类
	402项
	否
	否

	江苏
	2010年制定
	规章
	22条
	2类
	202项
	否
	否

	安徽
	2009年修订
	规章
	25条
	3类
	182项
	否
	否

	新疆
	2007年修订
	规章
	22条
	5类
	未明确
	否
	否

	湖北
	2005年修订
	规章
	33条
	7类
	未明确总数
	否
	否

	辽宁
	2001年制定
	规章
	41条
	5类
	310项
	否
	否

	河南
	2000年制定
	规章
	23条
	3类
	350项
	否
	否


（备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和“北大法宝”数据库，统计截止日期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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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一轮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科技奖励立法修法时间轴图
4 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作为研究起点
广东省于2000年出台了《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之后22年未作修订，部分内容与国家最新要求和广东省科技奖励工作不相适应。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22年修订通过《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简称《广东奖励办法》），相较于2000年出台的办法，在奖项设置、奖励范围、奖励条件、评审程序等方面均作了较大完善，奖励导向、约束机制基本适应广东省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此次广东省的地方立法修订时机选择在国家“改革方案”和“《国家条例》修法”完成之后，既贯彻落实国家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又在《国家条例》框架下将广东省科技奖励实践中探索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规章，解决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本文以广东省科技奖励立法中的奖项设置、监督和惩戒机制、社会力量设奖等制度设计为研究起点，横向比较分析国家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立法，从地方立法实践层面梳理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的现状与趋势。
4.1 科技奖励奖项类别设置
科技奖励的奖项类别设置是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核心条款，地方科技奖励的奖项类别能直接反应出地方科技创新的导向。《广东奖励办法》明确省科学技术奖分为7大类别，其中，为衔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奖项，设置了作为最高荣誉的“突出贡献奖”以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三大奖和“科技合作奖”；此外，结合广东省科技创新发展实际需要增设了“青年科技创新奖”和“科技成果推广奖”。具体而言，一是为激励青年科学家创新，增加了“青年科技创新奖”。青年科技奖项的设置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通过科技奖励激发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广东奖励办法》在奖项大类中设置“青年科技奖”，目的是激发和保护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和科研兴趣，从而引导更多青年人才从事科研。二是为促进科技成果推广以及科技创新区域平衡发展，增加了“科技成果推广奖”。《广东奖励办法》在奖项大类中设置“科技成果推广奖”主要是为将优秀科技成果推广运用于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加强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科技创新的支持、指导和服务，深入挖掘粤东西北地区的科技创新成果。三是明确将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列入科技进步奖评选范围。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相关活动的奖励，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作用，有助于提高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根据科普法和广东科普条例规定，《广东奖励办法》规定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的授予对象包括为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并设置“授权条款”，规定授予条件由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省科学技术协会另行制定。
横向比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中的奖项设置具体规定，奖项类别从2类至7类不等，其中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国家科学技术奖类别设置保持基本一致，个别省份基于地方实际需要设置了其他具体领域的奖项大类。对比国家奖项，增设“青年奖项”的省份有6个，包括内蒙古、四川、广西、北京、上海、广东；增设“科技成果推广”相关奖项的省份有3个，包括广东、福建、湖北；增设“科普类”奖项大类的省份仅有上海，另有8个省份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科普活动进行奖励，但未单独设置“科普奖”奖项大类；增设企业创新相关奖项的省份有4个，包括广西、重庆、山西、湖北；增设创新团队奖的省份仅有湖南省1个。
4.2 科技奖励监督与惩戒措施
科技奖励制度作为一项授益行政行为，要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就必须强化约束机制，注重约束与激励并存。新修订《国家条例》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加强监督惩戒，明确法律责任。《广东奖励办法》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化增加了规范密度，增加科技奖励制度的刚性，提升科技奖励制度的立法保障效能。一是完善监督工作机制。增加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要求和回避制度；明确对提名或者拟奖项目公示内容的异议处理程序；加强内部监督，规定异议处理情况应当向评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报告；明确省科学技术奖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以及奖励结果的批准程序；要求提名和评审的办法、奖励总数、奖励结果等信息向社会公布，加强社会监督。二是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与《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国家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衔接，对科技奖励活动的各类参与主体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确保地方立法与上位法的衔接一致；增加对社会力量设奖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戒，引导社会科技奖励活动规范发展；通过建立科技奖励诚信档案等措施强化科技奖励诚信体系建设，衔接《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等有关规定，实施信用惩戒。
横向比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在监督和惩戒的工作机制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一是在监督机制方面，广东、福建、河北、内蒙古、甘肃、山东、西藏、浙江、四川、青海、广西、北京、上海、湖南、重庆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要求设立监督委员会，负责科学技术奖的监督工作。二是在惩戒机制方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立法均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但在惩戒力度上有差别。比如，福建规定“被撤销奖励的获奖者，不得再获评省科学技术奖”；西藏、湖南、海南、宁夏等4个省（自治区）规定5年内不得提名科学技术奖；北京规定1至5年内不得参与市科学技术奖励活动。
4.3  关于社会力量设奖问题
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是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科技部2017年7月发文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社会力量科技奖是我国科技奖励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对政府科技奖励的必要补充，有利于扩大科技奖励的范围，因此有必要推进社会力量设奖与政府科技奖励的衔接与协同，共同发挥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2020年修订的《国家条例》对“鼓励社会力量设奖”作了原则规定。2022年修订的《广东奖励办法》对“社会力量设奖”作了细化规定，明确社会力量设奖原则、书面报告制度、政府部门监管职责等内容，并从立法制度层面做好了社会力量奖项与政府奖项的衔接，率先提出“鼓励提名者从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获奖对象中择优提名省科学技术奖”，该规定对于社会力量设奖将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获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对社会力量奖项获奖者来说意义重大，既充分证明政府对社会力量奖项的肯定，又拓宽了科研人员获得政府认可的途径。
横向比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福建、贵州、江苏、新疆等4个省（自治区）未对社会力量设奖作出规定；河北、内蒙古、甘肃、西藏、吉林等17个省对社会力量设奖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广东、山东、北京、重庆、江西、湖北、辽宁等7个省（直辖市）在原则性规定基础上增加了法律责任条款；黑龙江省用6个条款对社会力量设奖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社会力量设奖的名称规范、登记注册要求、奖励情况年报等制度机制，增加了立法制度规范密度，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力量设奖的规制。
5 目前我国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5.1 地方科技奖励立法的系统性和及时性仍有不足
[bookmark: _GoBack]国家《改革方案》与《国家条例》从改革和立法两个层面构建了科技奖励的顶层制度，但在科技奖励工作实践中，地方科技奖励制度仍存在系统性和及时性不足的问题。一是部分地方科技奖励制度尚未系统性建成。国家层面，由于国家改革方案较为原则以及行政法规的规范密度不够，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尚未形成系统严密的制度体系，如“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尚未修订出台，也未专门出台的规章制度来落实“监督制度”。地方层面，由于上位法系统性仍存在不足，地方改革、立法及相关细则制度跟进不及时，也未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比如，广东、湖南等地立法虽提到了“科技奖励监督委员会”，但尚未出台具体的监督规则，导致科技奖励监督条款缺乏操作性。二是部分地方科技奖励地方立法调整、修改不及时。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未及时依据上位法调整修订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导致改革与立法相冲突，或科技奖励工作实际与科技奖励立法制度不一致等情况，造成改革过程中出现“良性违法”现象，损害了法治的权威性。自国家修订《奖励办法》以来，截至2022年9月，仍有10个省（自治区）未修订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但实际开展的科技奖励工作与现行地方立法已不相衔接。
5.2 科技奖励奖项设置以及社会力量设奖的导向性仍未凸显
科技奖励的奖项设置直接影响了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发挥，奖项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值得探究。比较分析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的奖项设置，基本按照国家《改革方案》关于“控制奖励数量，提高奖励质量”的要求，但在奖项大类设置方面导向性仍不突出。目前通过地方立法在科技奖励奖项大类中设立了青年奖项的省份仅有6个；设置了“科普类”奖项大类的省份仅有上海；设置了企业创新奖项的省份仅有4个。近年来，党和国家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从不同角度、不同对象强调科技创新，如鼓励青年创新创业、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各地科技奖励制度的奖项大类设置方面契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要求的导向性仍有待加强。科技奖励重在导向，人才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通过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等把这一潜能有效释放和激发出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明确要求要激励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完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而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缺乏直接面向青年的科技奖项大类，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激励引导作用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此外，与国外[12]和我国港澳地区[16]的科技奖励制度比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力量奖项都较为薄弱，相关内容比较原则和抽象，鼓励社会力量设奖的力度不够，奖励制度设计侧重对社会力量设奖的规范和惩戒，缺乏引导性的支持措施，与政府奖励的衔接、协同不足，不利于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拓宽科技奖励来源。现行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中，仅有广东1个省规定了社会力量设奖与政府奖励的衔接条款，明确可以优先从社会力量奖项中提名省科技奖。
5.3 科技奖励制度工作机制仍未健全
地方科技奖励制度已经形成了包括提名、评审、异议、监督等运作机制和工作程序，但仍存在一些困境和问题。一是部分地方科技奖励工作机制不具体。一方面，部分地方科技奖励立法在规范性方面存在不足，实操中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引。比如，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中，虽然对科技奖励评审程序作了规定，但是均比较原则和笼统，各个步骤具体该如何操作、如何衔接不明确。另一方面，科技奖励监督制度不完善，各地科技奖励制度中普遍缺少具体的监督和异议处理工作机制，推荐提名、专家遴选等过程存在监督缺失，往往会导致在奖项提名过程中维护部门利益的现象，这些都会对奖励的公信力、影响力产生不利影响[17]。二是部分地方科技奖励制度规范密度过小，缺乏刚性。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中的制度设计刚性不强，对于评审标准、回避规则等制度仅有原则性规定，制度规范密度较低或者效力层级较低，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评审的公正性。比如，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中，仅有河北、内蒙古、甘肃、山东、西藏、吉林、浙江、四川、广西、湖南、海南、江苏、湖北、广东等13个省（自治区）规定了评审专家的回避制度，其中内蒙古、浙江、四川、湖南等4个省（自治区）规定了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仅有湖南1个省规定了未回避的法律责任。
6 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改进建议
6.1 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应当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相衔接
（1）加强地方立法保障，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深入实施。地方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国家立法的重要补充和延伸，特别体现在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地方立法要推动和保障改革发展，改革深化到哪一步，立法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地方通过开展实施性立法，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奖励制度通过地方立法予以细化，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为此，尚未修改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尽快根据上位法规定，修改本省的地方立法，保障地方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方面，地方立法可以引领和推动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发展，通过地方立法消除改革发展的阻滞，尤其对于原有立法制度中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向不一致以及不符合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导向的障碍因素，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可以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将改革成果通过立法方式予以固化和确认。通过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立改废”，为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落实提供法治支撑和制度保障。
（2）在地方立法中为科技奖励制度改革预留空间和余地。当前，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仍在进行之中。立法要引领和推动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发展，对还处于探索阶段的改革事项，需要为其预留立法适用空间，在立法计划和制度设计方面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相呼应，保持前瞻性。一是立法计划方面，要加强立法计划对改革的规划引领。一般情况下，改革的法治化进路，应当是由改革实践上升到经验提炼，再到总结提升为立法制度的演变路径。因此，地方立法要加强规划引领，深化和细化科技奖励工作机制和措施，比如完善提名制度、社会力量设奖等具体制度，立法和政策保障的脚步需要加快，提高科技奖励立法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保障和服务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深化发展。二是在立法技术方面，要适应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现实发展需要。科技奖励制度改革随着科技创新发展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产生新的需求，这也要求立法能在一段时间内保障科技奖励制度顺利运行。但立法本身滞后性，与改革现实需求不断更新存在一定矛盾性。实践中，地方立法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立法技术手段，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使用宏观或者微观表述、原则性或者具体性表述，来解决立法滞后性的问题。各地在开展科技奖励地方立法时应当审慎考虑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对于已明确实施的具体措施，在立法中可以作详细的操作性规定；对于改革方向明确但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条件不成熟的，在立法中可以仅作原则性表述或方向性引导，为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发展预留深化的空间。三是在立法路径方面，地方立法可以选择“软法和硬法”相结合的法治化路径，为改革预留调整空间。各地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规范性文件、政策、规章等不同效力、不同层级的制度表现形式，实施递进式法治化发展路径。对于需要先行先试、探索试点的内容，可以先通过政策层面予以突破，进行政策试点；对于已积累了实践经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可以逐步上升到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层面予以固化和确认。
6.2 地方科技奖励制度应当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并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社会所有领域快速的结构变迁产生了许多新的、需要法律调整的利益冲突[18]，科技奖励立法制度的设定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科技奖励奖项和数量设置等内容，目的是使科技奖励的运作能够实现预期目标。科技奖励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必然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使科技奖励制度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19]。因此，科技奖励制度应当与时俱进，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持续开展深化改革，符合区域创新能力以及地方科技创新重大战略等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奖项设置等主要制度内容，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是科技奖励地方立法需要着重考虑的现实因素。
同时，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制定、修订应当从制度设计层面强调奖励导向，在奖励对象方面注重向真正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倾斜，在奖励范围方面应当突出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奖励设置方面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释放科技奖励制度活力。一是强化对科研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激励导向。科技奖励是以科技创新的质量和贡献等为核心评价科研人才的作用，其本质是对科学家、科技专家角色的判断，亦即对科学技术能力、水平和贡献大小的承认，科技奖励的根本价值在于提高和增进科技知识以及促进先进技术的发展，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其总目标[20]。因此科技奖励的导向应当在对象方面着眼于“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以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构建的塔式科技人才队伍体系中，青年科技人才占比最多，是科技人才金字塔的坚实底座。青年科技人才是着眼于科技创新未来发展的生力军。因此，建议扩大青年科技奖励覆盖面，具体可以通过在奖项大类中设置专门的青年奖励奖项，以此引导和激发青年科研人才的创新活力。二是突出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作为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在聚集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方面天然具备较强能力。因此，在科技奖励地方立法中应通过增加企业奖项和数量等制度设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注重以市场导向促进科技创新，激发企业创新主体动能，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三是进一步鼓励社会科技奖励发展。国务院《改革方案》明确了“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的导向，实践中社会力量设奖的整体水平仍较低，尤其相比于国外顶尖科学奖，我国社会科技奖励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因此，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在鼓励社会力量设奖方面仍有较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规范社会科技奖励运行或通过政策支持社会科技奖励发展。比如，建立社会科技奖励与政府科技奖励衔接的制度，鼓励提名者从社会科技奖获奖对象中择优提名政府科技奖，通过活跃的社会科技奖励配合和补益政府科技奖励，提高科技奖励工作的整体水平。
6.3 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工作机制，促进科技奖励公平公正公开
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总体要求是公平、公正、公开，确保制度设计不偏离科技奖励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科技奖励应有的规范、激励、引导作用。在国家行政法规规定的奖励程序制度较为原则的情况下，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应当根据实践操作补充细化，坚持权由法定的法治原则，对于需要严格由地方立法予以确定的内容予以明确，通过高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严格责任，维护科技奖励制度的权威性、约束性，更好地保障省科学技术奖公开、公平、公正。一是完善提名、评审等奖励程序机制。科技奖励的提名质量、评审流程直接影响了奖励结果的质量以及奖励的价值导向，要从众多科技项目和科技人才中提名和评审出能代表区域顶尖创新能力的受奖者，需要公平公正的提名规则以及规范、公开的评审机制和专业的评审专家，通过完善的规则，创造良好的科技奖励环境，维护科技奖励制度的规范功能价值。二是完善科技奖励的监督机制。科技奖励活动要保持公平、公正，需要加强监督，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奖励监督委员会制度，通过规定监督委员会对提名、评审和异议进行全程监督，并直接参与提名或者拟奖项目公示内容的异议处理程序，出具书面的监督报告，加强对提名和评审过程的内部监督。另一方面，要强化社会监督。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应当明确提名和评审的办法、提名对象、奖励总数、奖励结果等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布，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公众对科技奖励的监督[21]。三是加强科研诚信惩戒机制建设。《国家条例》强调科研诚信，建立对提名专家、学者、组织机构和评审委员、评审专家、候选者的科研诚信失信行为数据库。科技奖励地方立法宜在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进一步完善科研诚信惩戒机制，一方面应当通过建立科研诚信档案制度，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记入档案，并衔接信用惩戒制度实施信用惩戒；另一方面应当明确对奖励各类主体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应法律责任，对骗取奖励等违规行为“依法给予处分”，发挥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的规范、教育和惩戒功能，通过监督惩戒让科技奖励制度更加公正和权威，为科研人员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注释:
甘肃省于2020年8月修正出台《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规定企业技术创新奖每年评审1次，授奖数不超过当年授奖项目总数的10%。
山西省于2020年1月出台《山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补充规定》，明确增设科技创新特殊贡献奖，每次奖励人选总数不超过5个。
《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2005）未明确规定总奖项数量，只规定省科技奖自然科学类、技术发明类、科学技术进步类、科学技术成果推广类每年奖励数量应按照评审标准从严掌握,其中特等、一等、二等奖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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